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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往研究证实了职场排斥会对员工组织内诸多方面产生危害, 然而关于职场排斥向组织外部特别是家庭

领域的溢出效应还知之甚少。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探讨职场排斥对员工

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溢出效应和具体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1)职场排斥对员工家庭贬损有显著正向作用, 对

家庭满意度有显著负向作用; (2)工作压力中介了职场排斥与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关系; (3)员工归属需求调节

了职场排斥对工作压力的影响, 同时调节了工作压力在职场排斥与家庭贬损、家庭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 (4)员工

工作家庭区隔偏好调节了工作压力对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作用, 并且调节了职场排斥通过工作压力对家庭贬

损和家庭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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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随着组织多元化结构的快速演变和职场竞争

的愈发激烈, 组织内部的利益冲突和人际摩擦难以

避免, 职场“冷”暴力问题呈现出上升趋势(Liu et al., 

2013)。中国组织情景中的差序氛围和“圈子文化”

较为浓厚, 使得职场排斥呈现出普遍性高和危害周

期长等特点(Zhu et al., 2017; 陈晨 等, 2017)。同时, 

中国人普遍存在的“隐忍”特质以及传统文化倡导

的“以德报怨”、“严以律己 , 宽以待人”等价值观 , 

也使得被排斥者受到的伤害相比于其他“冷”暴力

更加隐蔽和持久(Wu et al., 2012; Zhu et al., 2017)。

既有研究主要从心理、态度、行为和绩效四个方面

揭示了职场排斥在组织内部的危害和影响机制, 但

对于职场排斥向组织外部的溢出效应却鲜有涉及

(陈晨 等, 2017; 姜平, 张丽华, 2021)。相较于西方

社会, 中国员工的工作与家庭边界相对模糊(Au & 

Kwan, 2009), 员工在职场的不良遭遇更容易通过

员工的心理和情绪状态溢出到家庭领域, 从而影响

员工的家庭生活和后续工作(Ashforth et al., 2000; 

Edwards & Rothbard, 2000; 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 

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s)强调的是工作和家

庭两个领域中的相互影响和跨领域转移过程：员工

的家庭贬损是工作−家庭负向溢出中典型的低强度

偏 差 行 为 倾 向 , 会 对 家 庭 和 谐 产 生 破 坏 性 影 响

(Hoobler & Brass, 2006; Restubog et al., 2011); 员

工的家庭满意度是正向溢出的重要衡量指标, 同时

也是良好家庭绩效和家庭整体幸福感的基础 (Liu 

et al., 2013; 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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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组织内部因素会溢出组织边界对家庭

领域产生影响, 例如伦理型领导和 LMX 等因素正

向增益家庭满意度(Liao et al., 2015; Liao et al., 

2016), 而辱虐管理和职场性骚扰等行为则会给员

工的家庭生活带来困扰(Hoobler & Brass, 2006; Xin 

et al., 2018)。本研究首先要探讨的问题就是职场排

斥的危害是否会溢出到家庭领域, 一方面是否会让

员工产生家庭贬损, 另一方面是否会降低员工的家

庭满意度。其次, 资源保存理论从资源消耗与获取

的视角为职场排斥的具体溢出机制提供了理论框

架, 职场排斥所带来的被排挤忽视的痛苦、关键资

源阻断以及社会关系破坏无不损耗着员工的心理

资源。资源损耗以及后续的连锁反应会对员工产生

持续性压力困扰 , 有可能会溢出到家庭领域 (Liu 

et al., 2013; 严瑜, 王轶鸣, 2016; Howard et al., 

2020)。因此, 职场排斥的不良影响如何溢出到家庭

领域, 工作压力是否在溢出效应中充当了关键性的

穿透因素, 这是本研究探讨的第二个问题。 

此外, 资源保存理论还指出不同个体对受损资

源的价值评价存在差异, 从而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压

力认知和反应, 更在乎集体归属、他人认可的个体

对于排斥更为敏感, 职场排斥对于其资源损耗会更

大(O’Fallon & Butterfield, 2011)。因此, 本研究探讨

的第三个问题是不同归属需求水平的个体是否会

对职场排斥的压力感受和行为反应有所不同, 进而

影响职场排斥对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溢出效

应。最后, 个体工作家庭区隔偏好是决定工作−家

庭边界渗透性和区隔性的重要因素, 工作家庭区隔

偏好较低的被排斥个体倾向于将工作−家庭边界模

糊化和一体化, 使得排斥引起的压力反应更多能溢

出到家庭领域(贾西子, 苏勇, 2020; Kreiner, 2006; 

Nippert-Eng, 2008; Howard et al., 2020)。因此, 在不

同工作家庭区隔偏好水平下, 工作压力对家庭领域

的传导是否存在着差异, 进而影响职场排斥到家庭

领域的溢出效应？这是本研究探讨的第四个问题。

本研究的整体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1.1  职场排斥与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 

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 Theory)

认为个体具有努力保持、保护、培养和获取资源的

倾向, 这些资源既包括物资资源、条件资源和社会

资源 , 也包括心理资源、控制资源和能量资源等 , 

个体的资源损失远比资源获得的影响更大更持久, 

在资源损失过程中和其后一段时间会引发一系列

的身心后果(Hobfoll, 1989, 2001; Hobfoll et al., 2018)。 

职场排斥是指员工在工作场所中对于来自领

导、同事等多个方面的忽视排挤和孤立冷漠的主观

感受(Ferris et al., 2008)。遭受职场排斥的员工极易

产生焦虑、沮丧、抑郁等一系列消极情绪, 他们需

要耗费额外时间和精力去评估、抑制和调整消极情

绪和心理压力, 这些都会损耗大量的心理资源(吴

隆增 等, 2010; Hagger et al., 2010; Lee et al., 2016); 

同时, 资源保存理论指出遭受资源损失的个体会针

对性地投资新资源来试图脱离损失状态 (Hobfoll, 

2002; Halbesleben et al., 2014; Hobfoll et al., 2018)。

为了打破人际互动障碍, 被排斥员工往往需要消耗

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揣测他人意图、评估人际环境

和寻求被冷落原因, 有意识地做出亲社会行为或逢

迎行为来竭力摆脱被孤立的困境, 从而引发能量资

源和控制资源的进一步损失, 最终进入“资源损失

螺旋” (康勇军, 彭坚, 2018; Zhu et al., 2017)。 

一方面, 长期的消极情绪控制和人际关系修复

尝试会使员工身陷资源损失螺旋, 较大资源损失或

濒临资源耗尽的个体容易产生一些非理性、缺乏自

我控制、低未来取向的行为倾向(Ito & Brotheridge,  
 

 
 

图 1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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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Halbesleben & Buckley, 2004; Baumeister et al., 

2007)。这种倾向在职场内表现为职场不文明行为、

反生产行为等(Lee et al., 2016; Zhao et al., 2013), 

而当资源匮乏状态溢出到家庭生活时, 处于资源损

失螺旋的员工会在家庭生活中出现低强度的不良

行为和倾向, 例如针对家庭的负面发泄倾向, 产生

言语或者态度上对家庭的厌倦和贬损, 甚至对家人

的言语侮辱等(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 

Liu et al., 2015)。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职场排斥对家庭贬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另一方面,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 个体在特定领

域资源损耗需要从其他领域获取资源来替代和补

充, 资源损失的被排斥者会在一定程度上占用家庭

领域的各类资源, 致使个体无暇顾及和体验家庭生

活 幸 福 (Halbesleben, 2006; 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资源保存理论还指出处在资源损失

状态下的个体, 其资源评价的尺度会发生较大变化, 

对 于 周 边 资 源 补 给 的 期 望 和 要 求 会 有 所 强 化

(Hobfoll, 1989; Hobfoll, 2001; Hobfoll, 2002; Hobfoll 

et al., 2018)。家庭满意度是个体依据自身设定的标

准和期望对家庭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估(Carlson et al., 

2010), 遭受排斥的员工长期处于资源缺乏、损耗甚

至于濒临耗尽的状态, 这类员工对家庭领域资源补

给会抱以更高的要求和期望, 在家庭环境客观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被排斥员工会因相对变高的期望未

能满足而导致较低的家庭满意度 (Halbesleben & 

Buckley, 2004; Hobfoll et al., 2018)。由此提出以下

假设： 

H2：职场排斥对家庭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

影响。 

1.2  工作压力的中介作用 

工作压力是指员工在工作环境中感知到的对

工作资源和行为造成威胁、损耗的心理反应(House 

& Rizzo, 1972)。根据资源保存理论, 作为职场内不

良的人际互动体验和困扰, 职场排斥是一种典型的

阻断性压力源：一方面, 感受到来自领导或者同事

忽视的员工难以掌控职场环境, 从而需要消耗额外

的资源去重新获取对环境的控制, 这一过程会使得

员工产生心理压力; 另一方面, 职场排斥阻断了员

工的组织关系和社会关系, 员工难以从组织成员那

获得提升工作技能、解决工作问题所需要的支持性

信息和关键性资源, 以致于无法应对工作要求和任

务 , 最 终 导 致 员 工 出 现 高 焦 虑 、 高 压 力 的 状 态

(Halbesleben, 2006)。 

职场排斥阻断了工作−家庭增益的情感型和工

具型路径, 从而触发两种压力应变反应溢出到家庭

领域 , 干扰员工的心态和行为倾向 (Greenhaus & 

Powell, 2006; Lim et al., 2008)：一种是基于情感的

压力应变反应。被排斥员工累积在心中不良情绪和

压力受组织规范所限难以在工作场所内得到排解

和释放, 通过对家庭成员的宣泄或贬损来释放压力

是被排斥员工最直接的方式(Liu et al., 2013; Nohe 

et al., 2015; 严瑜, 王轶鸣, 2016)。在这种情况下, 

员工对家庭领域的冲突感知更加敏感, 也使其更容

易对家庭产生厌倦感(Wu et al., 2012); 另一种是基

于行为的压力应变反应。不良人际关系给员工带来

的职场内自我否定和自我挫败感也会通过压力反

应溢出到家庭中, 员工的家庭角色履职效能感会显

著下降(严瑜, 王轶鸣, 2016), 甚至可能采取一些非

暴力但富有破坏性的行为来缓解压力, 比如家庭沟

通中表现出富有攻击性或者贬损行为倾向等压力

应变反应(Swimberghe et al., 2014)。由此提出以下

假设： 

H3：工作压力在职场排斥与家庭贬损之间起着

中介的作用。 

职场排斥所带来资源枯竭导致了员工内心压

力剧增, 持续的阻断性压力源容易使员工陷入负面

情绪漩涡中难以抽离, 当转换到家庭角色中时员工

也容易在负面阴影的笼罩下以消极情绪和态度对

待家庭生活(Hobfoll, 2001; Hobfoll, 2002; Nohe et al., 

2015)。同时, 心理压力会刺激和诱导被排斥者更关

注工作家庭中的消极因素并对周围环境信息进行

负面加工识别(Forgas & George, 2001); 另一方面, 

被排斥者倾向于在家庭领域来释放和化解负面情

绪和工作压力, 会在一定程度上无意识的提高对家

庭成员和环境的主观要求和预期 (Halbesleben & 

Buckley, 2004; Hobfoll et al., 2018)。负面信息加工

的强化以及主观要求和预期的提高降低了员工对

家庭的主观满意度(Liu et al., 2013), 由此提出以下

假设： 

H4：工作压力在职场排斥与家庭满意度之间起

着中介的作用。 

1.3  员工归属需求的调节作用 

资源保存理论指出个体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个体对资源损失的感知、保护和获取资源的倾

向程度, 不同个体对于损失资源的主观价值判断差

异 决 定 了 其 压 力 反 应 强 度 和 持 续 时 间 (Hobfoll, 

1989; Hobfoll, 2001)。归属需求是指个人对于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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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系 与 他 人 社 会 联 结 的 内 在 需 要 (Baumeister & 

Leary, 1995), 具有不同归属需求特征的个体感受

到的职场排斥对资源损耗的程度存在差异。具体而

言, 高归属需求的员工倾向于与他人保持亲密关系, 

同时具有较强人际关系敏感性 , 对来自他人的排

斥、拒绝和孤立更为敏感和在意(Pickett et al., 2004; 

O’Fallon & Butterfield, 2011)。此外, 当高归属需求

个体感受到排斥时, 会更倾向于通过一系列措施来

弥补与他人的联结(如亲社会行为、逢迎行为), 这

些反应会消耗大量心理资源, 进一步加剧了工作压

力(Zhu et al., 2017)。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5：归属需求调节了职场排斥与工作压力之间

的关系, 即员工的归属需求越强烈, 职场排斥与工

作压力之间的正向关系就越强。 

进一步地, 归属需求偏高的个体更在乎集体归

属、他人认可, 对排斥所带来的相关资源损失更加

敏感, 因而会触发更深的工作压力和更持久的后续

压力反应, 进而对家庭领域产生影响, 导致家庭贬

损倾向的增加和家庭满意度的下降(Hobfoll, 1989; 

Hobfoll, 2001; Pickett et al., 2004)。当员工归属需求

低时, 员工感知到的职场排斥带来的资源剥夺感较

弱, 继而工作压力较低, 从而缓解了职场排斥对家

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溢出效应。由此提出以下

假设： 

H6：归属需求调节了职场排斥和家庭贬损之间

通过工作压力的间接关系, 具体而言, 员工的归属

需求越强烈, 这一间接关系越强。 

H7：归属需求调节了职场排斥和家庭满意度之

间通过工作压力的间接关系, 具体而言, 员工的归

属需求越强烈, 这一间接关系越强。 

1.4  员工工作家庭区隔偏好的调节作用 

个体工作家庭区隔偏好是决定工作−家庭边界

渗透性和区隔性的重要因素(Kreiner, 2006; Nippert 

-Eng, 2008)。资源保存理论认为个体在出现资源损

失时会用其他领域的资源来替代和补充, 而个体的

工作家庭区隔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替

代领域指向家庭领域的具体程度, 进而决定了压力

反应向家庭领域的溢出程度(Hobfoll, 2001)。高工

作家庭区隔偏好个体的工作−家庭边界具有较严格

分割界限和低渗透性(Liu et al., 2013; 王桃林, 2019; 

Xin et al., 2018), 这类员工更多地将资源损耗影响

控制在工作领域之内, 或者利用友情领域等非家庭

领域来进行来资源替代和补充(Ito & Brotheridge, 

2003; Halbesleben et al., 2014)。而低工作家庭区隔

偏好的个体则倾向于把家庭当做是资源枯竭的“避

风港”, 更多地通过对家庭的宣泄或贬损来释放压

力 , 进一步加剧家庭预期与实际感知之间的差距

(Xin et al., 2018)。因此, 提出以下假设： 

H8：工作家庭区隔偏好调节了工作压力与家庭

贬损之间的关系, 即员工的工作家庭区隔偏好越强

烈, 工作压力与家庭贬损之间的正向关系就越弱。 

H9：工作家庭区隔偏好调节了工作压力与家庭

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即员工的工作家庭区隔偏好越

强烈 , 工作压力与家庭满意度之间的负向关系就

越弱。 

进一步地, 具有较高工作家庭区隔偏好的员工, 

即使遭受了他人的冷漠忽视和孤立排挤, 他们也倾

向于将工作压力控制在工作领域之内, 避免释放压

力的宣泄和贬损行为溢出到家庭生活中(Xin et al., 

2018); 同时, 当员工转换到家庭角色中时, 高工作

家庭区隔偏好的员工能够快速地从高压力和负面

情绪旋涡中抽离, 从而削弱了职场排斥对家庭满意

度的压力溢出(Kreiner, 2006)。因此, 提出以下假设： 

H10：工作家庭区隔偏好调节了职场排斥和家

庭贬损之间通过工作压力的间接关系 , 具体而言 , 

员工的工作家庭区隔偏好越强烈 , 这一间接关系

越弱。 

H11：工作家庭区隔偏好调节了职场排斥和家

庭满意度之间通过工作压力的间接关系, 具体而言, 

员工的工作家庭区隔偏好越强烈 , 这一间接关系

越弱。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及程序 

为了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 增强结

果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 本研究通过两次调研来

检验研究假设。样本 1 和样本 2 皆采取多时点问卷

数据收集方式, 分别开展 3 轮调研, 样本 1 每轮间

隔一个月, 样本 2 每轮间隔一周。在样本 1 中将员

工初始的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状态(T1 阶段采集)

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检验, 以求在一定程度上分隔开

其他干扰因素对员工家庭贬损以及家庭满意度的

影响, 更好地凸显职场排斥溢出到员工家庭态度和

行为的净效应。在样本 2 中将职场排斥影响机制中

可能会对工作−家庭边界产生影响的消极情绪和情

绪耗竭作为控制变量(Jiang et al., 2020; Howard et al., 

2020), 以排除个体情绪相关因素对工作压力溢出

机制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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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 1：对 16 家旅游服务企业的一线服务员工

开展了 3 轮调研, 从与配偶或者其他家人共同居住

的员工中随机挑选了 444 名并对其逐一编号。第一

轮问卷(T1)涉及的信息包括员工的社会人口信息、

职场排斥、归属需求、工作家庭区隔偏好以及初始

状态的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 第二轮问卷(T2)填

答工作压力; 第三轮问卷(T3)中填答员工家庭贬损

和家庭满意度。共发出 444 份员工问卷, 经 3 轮次

调研剔除离职或调岗人员答卷和无效问卷后, 本研

究共得到 264 份有效问卷, 有效回收率为 59.46%。

在这 264 名员工中, 男性占 20.45%, 样本的平均年

龄为 30.32 岁(SD = 8.89), 拥有小孩个数平均为

0.60 (SD = 0.62)。 

样本 2：对 5 家酒店和旅游服务企业的一线服

务员工进行 3 轮调研, 调研对象需与配偶或者其他

家人共同居住, 第一轮问卷(T1)调研信息包括员工

的社会人口信息、职场排斥、归属需求和工作家庭

区隔偏好 ; 第二轮问卷 (T2)信息包括员工工作压

力、情绪耗竭和消极情绪; 第三轮问卷(T3)填答员

工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共发出 300 份员工问卷, 

回收 239 份有效问卷, 有效回收率为 79.67%。其中

男性占 42.3%, 样本的平均年龄为 31.70 岁(SD = 

10.65), 拥有小孩个数平均为 0.79 (SD = 0.85)。 

2.2  测量工具 

本研究使用量表均为在国内外研究广泛使用

且信效度良好的权威量表, 为了保证翻译过后的英

文量表与其原始量表的一致性, 我们严格遵循了双

译程序原则。同时, 在大规模调研之前, 我们联系

了 4 家酒店 120 名一线员工进行了小规模的预测试, 

通过预测试的反馈信息对问卷的措辞进行了微调。

预测试和两次调研变量测量皆采用李克特 5 点计

分法。 

职场排斥(T1)：采用了 Ferris 等人(2008)的 10

题项量表, 示例问题如：“组织中的同事/领导常避

免与我接触”、“组织中的同事/领导常对我视而不

见”。样本 1 和样本 2 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97 和 0.97。 

归属需求(T1)：采用 O’Fallon 和 Butterfield 

(2011)的 4 题项量表, 示例问题如：“我乐意作为一

个组织的成员工作而非单干”、“我喜欢归属于某一

个组织”。样本 1 和样本 2 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

别为 0.81 和 0.82。 

工作压力(T2)：采用 House 和 Rizzo (1972)的 7

题项量表, 示例问题如：“我常因为工作而焦躁不

安”、“公司相关的事常使我晚上睡不着觉”。样本 1

和样本 2 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90 和 0.86。 

工作家庭区隔偏好(T1)：采用 Kreiner (2006)

的 4 题项量表, 示例问题如：“当我在家时, 我不喜

欢想工作的事”、“我不喜欢工作的事情侵扰我的家

庭生活”。样本 1 和样本 2 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

别为 0.84 和 0.93。 

家庭贬损(T1、T3)：采用 Hoobler 和 Brass (2006)

的 3 题项量表, 示例问题如：“我常将怒火和怨气发

泄在家人身上”、“我常有对我的家人们表现出厌

倦”。样本 1 的 T1 和 T3 阶段家庭贬损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9 和 0.91, 样本 2 家庭贬损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 

家庭满意度(T1、T3)：采用 Carlson 等人(2010)

的 3 题项量表, 示例问题如：“总体而言, 我对我的

家庭很满意”、“总体而言, 我非常喜欢我的家庭”。

样本 1 中 T1 和 T3 阶段家庭满意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68 和 0.85,样本 2 中家庭满意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 

情绪耗竭(T2)：采用 Maslach 等人(1986)的 5

题项量表, 示例问题如：“我的工作让我感觉精神耗

尽”、“我的工作让我有快要崩溃的感觉”。样本 2

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 0.88。 

消极情绪(T2)：采用 Watson 等人(1988)的 10

题项量表, 示例问题如：“在过去的一周, 我经常感

到心烦意乱”、“在过去的一周, 我经常感到沮丧”。

样本 2 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7。 

控制变量：以往的研究表明, 员工的年龄、性

别和拥有 18 岁以下小孩个数会影响员工的家庭态

度和行为(Wu et al., 2012; 杨自伟 等, 2014; Zhou 

et al., 2019), 因此在两次调研中都将这些员工背景

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处理。同时, 两次调研都将员工

所属企业作为控制变量, 创造虚拟变量放入回归方

程以控制来自企业层次的方差影响。 

3  研究结果 

3.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 AMOS 24.0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样本 1 中的六因子模型拟合

程度(χ2 (419) = 746.42, RMSEA = 0.055, CFI = 0.95, 

TLI = 0.94)显著优于竞争模型, 样本 2 中的八因子

模型拟合程度(χ2 (961) = 1711.77, RMSEA = 0.057, 

CFI = 0.93, TLI = 0.92)显著优于竞争模型, 这表明

两个样本中各变量间的区分效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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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RMSEA CFI TLI 

样本 1      

六因子模型+CMV：WOS; NA; WS; WHSP; FU; FS; CMV 693.11 388 0.055 0.95 0.94 

六因子模型：WOS; NA; WS; WHSP; FU; FS 746.42 419 0.055 0.95 0.94 

四因子模型：WOS+NA+WS; WHSP; FU; FS 1960.78 428 0.117 0.75 0.73 

二因子模型：WOS+NA+WS; WHSP+FU+FS 2730.38 433 0.142 0.62 0.59 

单因子模型：WOS+NA+WS+WHSP+FU+FS 3367.90 434 0.160 0.52 0.48 

样本 2      

八因子模型+CMV：WOS; NA; WS; EE; NE; WHSP; FU; FS; CMV 1548.71 915 0.054 0.94 0.93 

八因子模型：WOS; NA; WS; EE; NE; WHSP; FU; FS 1711.77 961 0.057 0.93 0.92 

六因子模型：WOS; NA; WS+EE+NE; WHSP; FU; FS 2774.49 974 0.088 0.82 0.81 

五因子模型：WOS; NA; WS+EE+NE; WHSP; FU+FS 3309.47 979 0.100 0.77 0.76 

三因子模型：WOS+NA; WS+EE+NE; WHSP+FU+FS 4402.18 986 0.121 0.66 0.64 

单因子模型：WOS+NA+WS+WHSP+FU+FS 7564.41 989 0.167 0.35 0.32 

注：WOS 代表职场排斥, NA 代表归属需求, WS 代表工作压力, WHSP 代表工作家庭区隔偏好, FU 代表家庭贬损, FS 代表家庭满意

度, EE 代表情绪耗竭, NE 代表消极情绪, CMV 代表同源偏差, “+”代表因子合并。 

 

3.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根据研究目的而设计的填答方式均为

自我报告形式, 虽然采用的多时点研究设计(time- 

lagged research design)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共同方

法偏差的影响(Podsakoff et al., 2003), 但为了增强

研 究 结 论 的 严 谨 性 , 本 研 究 按 照 Podsakoff 等

(2003)、周浩和龙立荣(2004)的建议利用控制未测

单一方法潜因子法来评估共同方法偏差, 在验证性

因子分析中引入共同方法因子(CMV)。检验结果如

表 1 所示, 样本 1 中六因子模型+CMV 模型(χ2 (388) 

= 693.11, RMSEA = 0.055, CFI = 0.95, TLI = 0.94)

与六因子模型拟合程度相比, 样本 2 中八因子模型 

+ CMV 模型(χ2(915) = 1548.71, RMSEA = 0.054, 

CFI = 0.94, TLI = 0.93)与八因子模型拟合程度相比, 

拟合指标 RMSEA、CFI 和 TFI 的变化幅度都不明

显, 可知样本 1 和样本 2 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影响

在允许范围内(温忠麟 等, 2018)。 

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 2 给出的结果看, 职场排斥与家庭贬损

(T3)呈现(样本 1：r = 0.26, p < 0.01) (样本 2：r = 0.24,  
 

表 2  主要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样本 1           

1. 家庭贬损(T1) 1.45 0.72 −        

2. 家庭满意度(T1) 4.21 0.7 −0.38** −       

3. 职场排斥 1.91 0.79 0.39** −0.23** −      

4 归属需求 3.78 0.74 −0.21** −0.19** −0.12* −     

5. 工作压力 2.45 0.81 0.14* −0.10 0.35** 0.09 −    

6. 工作家庭区隔偏好 3.35 0.79 −0.02 0.07 −0.02 0.10 0.05 −   

7. 家庭贬损(T3) 1.73 0.92 0.17** −0.22** 0.26** −0.06 0.35** −0.16* -−  

8. 家庭满意度(T3) 4.11 0.73 −0.15* 0.29** −0.24** 0.11 −0.23** 0.09 −0.45** − 

样本 2           

1. 职场排斥 1.97 0.90 −        

2 归属需求 3.74 0.82 −0.02 −       

3. 工作压力 2.61 0.67 0.27**
−0.12 −      

4. 情绪耗竭 2.81 0.74 0.26**
−0.10 0.53** −     

5. 消极情绪 2.32 0.92 0.27**
0.01 0.41** 0.43** −    

6. 工作家庭区隔偏好 3.19 1.17 0.08 0.13* 0.25** 0.17** 0.12 −   

7. 家庭贬损(T3) 2.27 0.87 0.24**
−0.06 0.38** 0.32** 0.31** −0.20** −  

8. 家庭满意度(T3) 3.62 0.98 −0.22**
−0.18** −0.38** −0.35** −0.29** 0.16* −0.30** − 

注：N 样本 1 = 264; N 样本 2 = 239; ** p < 0.01,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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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1)正向相关, 与家庭满意度(T3) (样本 1：r = 

−0.24, p < 0.01) (样本 2：r = −0.22, p < 0.01)呈现负

向相关。此外, 在样本 1 中, 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

度分别在 T1 和 T3 阶段的数值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

性(r 家庭贬损= 0.17, p < 0.01; r 家庭满意度= 0.29, 

p < 0.01), 相关系数并不高的原因可能是个体主观

的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在中短期内影响因素比

较多, 如一些偶发性职场侵犯行为(Xin et al., 2018; 

Zhu et al., 2017)和在旅游服务业中特有的顾客粗暴

行为(Chi et al., 2018)等因素都会溢出到家庭领域, 

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将初始阶段的员工个体家庭贬

损和家庭满意度作为控制变量的必要性。在样本 2

中, 工作压力、消极情绪和情绪耗竭皆与职场排斥

呈现出正相关, 与家庭贬损呈现出正相关, 与家庭

满意度呈现负相关。 

3.4  假设验证 

(1)主效应检验。为了验证假设 H1 和假设 H2

这两个主效应假设, 首先将员工家庭贬损和家庭满

意度依次设为因变量, 从表 3 和表 4 中我们可以看

到, 在引入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和 18 岁以下小孩

个数)的基础上, 职场排斥正向影响家庭贬损(样本

1：M2, β = 0.22, p < 0.01; 样本 2：M10, β = 0.25, p < 

0.01), 负向影响家庭满意度(样本 1：M6, β = −0.17 

p < 0.05; 样本 2：M15, β = −0.23, p < 0.01)。因此, 

假设 H1 和假设 H2 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2 )中介 效应 检验。本研 究综合运用 逐步法

(Baron & Kenny, 1986)和 bootstrapping 法(Edwards 

& Lambert, 2007)来验证工作压力的中介效应。在样

本 1 中, 从表 3 和表 5 可见, 职场排斥对工作压力

(M20, β = 0.36, p < 0.01)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工

作压力对家庭贬损(M3, β = 0.32, p < 0.01)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 对家庭满意度(M7, β = −0.20, p < 0.01)

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职场排斥与工作压力同时

放入回归方程中分析时发现职场排斥对家庭贬损

和家庭满意度的影响变为不显著, 而工作压力对家

庭贬损的影响显著(M4, β = 0.29, p < 0.01), 对家庭 
 

表 3  中介效应检验(样本 1) 

家庭贬损 家庭满意度 
变量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年龄 −0.04 −0.02 −0.03 −0.02 0.10 0.08 0.09 0.09 

性别 −0.03 −0.02 −0.01 −0.01 0.02 0.02 0.00 0.01 

18 以下小孩个数 0.12 0.11 0.10 0.09 −0.09 −0.08 −0.07 −0.07 

家庭贬损 C (T1) 0.14* 0.06 0.10 0.06 −0.02 0.04 0.01 0.04 

家庭满意度 C (T1) −0.18** −0.16* −0.16* −0.16* 0.30** 0.28** 0.29** 0.28** 

职场排斥  0.22**  0.12  −0.17*  −0.11 

工作压力   0.32** 0.29**   −0.20** −0.17** 

R2 0.03 0.06 0.13 0.14 0.09 0.11 0.13 0.13 

ΔR2 0.03 0.03 0.10 0.08 0.09 0.02 0.04 0.02 

注：N 样本 1 = 264; ** p < 0.01, * p < 0.05; 家庭贬损 C 和家庭满意度 C 为第一阶段(T1)采集; 以上是将 16 家企业作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

果, 即在回归分析中放入了 15 个虚拟变量。 
 

表 4  中介效应检验(样本 2) 

家庭贬损 家庭满意度 
变量 

M9 M10 M11 M12 M13 M14 M15 M16 M17 M18 

年龄 0.08 0.05 0.03 0.03 0.01 −0.10 −0.07 −0.06 −0.05 −0.04 

性别 −0.02 −0.04 −0.03 −0.01 −0.02 0.02 0.04 0.03 0.01 0.02 

18 以下小孩个数 −0.07 −0.04 0.03 0.03 0.04 0.08 0.05 −0.02 −0.02 −0.03 

职场排斥  0.25** 0.15*  0.12  −0.23** −0.13*  −0.10 

情绪耗竭   0.20** 0.12 0.11   −0.25** −0.17* −0.16* 

消极情绪   0.19** 0.16* 0.14*   −0.16* −0.14* −0.12 

工作压力    0.25** 0.23**    −0.22** −0.20**

R2 0.02 0.08 0.17 0.19 0.21 0. 04 0.09 0.19 0.21 0.22 

ΔR2 0.02 0.06 0.09 0.17 0.04 0. 04 0.05 0.10 0.17 0.03 

注：N 样本 2 = 239; ** p < 0.01, * p < 0.05; 以上是将 5 家企业作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即在回归分析中放入了 4 个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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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的影响显著(M8, β = −0.17, p < 0.01)。在样

本 2 中, 从表 4 和表 6 可知, 职场排斥对工作压力

(M32, β = 0.28, p < 0.01)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

控制了消极情绪和情绪耗竭影响的基础上, 工作压

力对家庭贬损(M12, β = 0.25, p < 0.01)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对家庭满意度(M17, β = −0.22, p < 0.01)

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同时当职场排斥与工作压力

同时放入回归方程中分析时发现职场排斥对家庭

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影响变为不显著, 而工作压力

对家庭贬损的影响显著(M13, β = 0.23, p < 0.01), 

对家庭满意度的影响显著(M18, β = −0.20, p < 

0.01)。由此, 结合前文假设 H1 和假设 H2, 可以得

出工作压力在职场排斥与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

之间都起到了中介作用, 支持了假设 H3 和假设 H4。

此外, Bootstrapping 重复抽样 5000 次分析结果表明, 

样本 1 中工作压力在职场排斥与家庭贬损之间的中

介效应 95%置信区间为[0.06, 0.18], 在职场排斥与

家庭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 95%置信区间为[−0.10, 

−0.02], 两个区间内都不包括零; 样本 2 中同时放

入消极情绪、情绪耗竭和工作压力进行中介效应分 

 
表 5  调节效应检验(样本 1) 

工作压力 家庭贬损 家庭满意度 
变量 

M19 M20 M21 M22 M23 M24 M25 M26 M27 M28 M29 M30

年龄 −0.02 0.01 0.02 0.02 −0.02 −0.02 −0.03 −0.04 0.08 0.09 0.09 0.10

性别 −0.07 −0.06 −0.06 −0.07 −0.02 −0.01 0.00 0.00 0.02 0.01 0.00 0.00

18 以下小孩个数 0.08 0.06 0.07 0.05 0.11 0.09 0.10 0.11 −0.08 −0.07 −0.07 −0.07

家庭贬损 C (T1) 0.13 −0.01 0.01 0.02 0.06 0.06 0.06 0.05 0.04 0.04 0.04 0.05

家庭满意度 C (T1) −0.06 −0.02 −0.04 −0.04 −0.16* −0.16* −0.14* −0.13* 0.28** 0.28** 0.27** 0.26**

职场排斥  0.36** 0.36** 0.37** 0.22** 0.12 0.11 0.10 −0.17** −0.11 −0.11 −0.10

工作压力      0.29** 0.30** 0.27**  −0.17** −0.17** −0.15*

归属需求   0.14* 0.14*         

工作家庭区隔偏好       −0.16** −0.17**   0.06 0.07

职场排斥×归属需求    0.14*         

工作压力×工作家庭区隔偏好        −0.20**    0.16**

R2 −0.01 0.09 0.10 0.12 0.06 0.14 0.16 0.19 0.11 0.13 0.13 0.15

ΔR2 −0.01 0.10 0.01 0.02 0.06 0.08 0.02 0.03 0.11 0.02 0.00 0.02

注：N 样本 1 = 264; ** p < 0.01, * p < 0.05; 家庭贬损 C 和家庭满意度 C 为第一阶段(T1)采集; 以上是将 16 家企业作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

果, 即在回归分析中放入了 15 个虚拟变量。 
 

表 6  调节效应检验(样本 2) 

工作压力 家庭贬损 家庭满意度 
变量 

M31 M32 M33 M34 M35 M36 M37 M38 M39 M40 M41 M42 

年龄 0.13 0.10 0.11 0.10 0.03 0.01 −0.01 −0.03 −0.06 −0.04 −0.02 0.00

性别 −0.05 −0.07 −0.09 −0.11 −0.03 −0.02 0.00 0.00 0.03 0.02 0.00 0.00

18 以下小孩个数 −0.17* −0.13 −0.14 −0.11 0.03 0.04 0.05 0.08 −0.02 −0.03 −0.03 −0.07

职场排斥  0.28** 0.28** 0.24** 0.15* 0.12 0.12* 0.10 −0.13* 0.10 −0.11 −0.08

消极情绪     0.20** 0.11 0.13 0.12 −0.25** −0.16* −0.18* −0.17*

情绪耗竭     0.19** 0.14* 0.14* 0.13* −0.16* −0.12 −0.12 −0.11

工作压力      0.23** 0.31** 0.32**  −0.20** −0.27** −0.28**

归属需求   −0.12 −0.12         

工作家庭区隔偏好       −0.33** −0.32**   0.28** 0.28**

职场排斥×归属需求    0.20**         

工 作 压 力 ×工 作 家 庭

区隔偏好 
       −0.19**    0.23**

R2 0.04 0.11 0.13 0.16 0.17 0.21 0.30 0.34 0.19 0.22 0.29 0.34

ΔR2 0.04 0.07 0.02 0.03 0.17 0.04 0.09 0.04 0.19 0.03 0.07 0.05

注：N 样本 2 = 239; ** p < 0.01, * p < 0.05; 以上是将 5 家企业作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即在回归分析中放入了 4 个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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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发现情绪耗竭、工作压力在职场排斥与家庭贬

损之间的中介效应 95%置信区间为[0.02, 0.12], 在

职场排斥与家庭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 95%置信

区间为[−0.13, −0.02], 两个区间内都不包括零。因

此, 假设 H6 和假设 H7 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与支持。 

(3)调节效应检验。本研究采用 Cohen 等人

(2013)推荐的交互项构建来检验调节效应。为了降

低多重共线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本研究在计算交

互项前对各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从表 5 和表 6

可以看出职场排斥与员工归属需求之间的交互项

会对工作压力产生正向影响(样本 1：M22, β = 0.14, 

p < 0.05; 样本 2：M34, β = 0.20, p < 0.01)。这表明, 

员工的归属需求越强烈, 职场排斥与员工工作压力

之间的正向关系就越强, 支持了假设 H5。工作压力

和工作家庭区隔偏好的交互项对家庭贬损会产生

负向影响(样本 1：M26, β = −0.20, p < 0.01; 样本 2：

M38, β = −0.19, p < 0.01), 对家庭满意度会产生正

向影响(样本 1：M30, β = 0.16, p < 0.01; 样本 2：

M42, β = 0.23, p < 0.01)。这表明员工的工作家庭区

隔偏好越强烈, 员工工作压力与家庭贬损的正向关

系就越弱 , 和家庭满意度之间的负向关系也越弱 , 

假设 H8 和假设 H9 得到了支持。 

为 了 具 体 展 示 交 互 作 用 的 影 响 效 果 , 根 据

Cohen 等人(2013)的建议, 本研究用调节变量的均

值加减一个标准差进行了调节示意图的绘制。员工

不同归属需求水平下职场排斥对工作压力的影响

见图 2 和图 3; 在不同工作家庭区隔偏好水平下, 

工作压力对家庭贬损的影响见图 4 和图 5, 工作压

力对家庭满意度的影响见图 6 和图 7。 

( 4 ) 有 调 节 的 中 介 效 应 检 验 。 本 研 究 遵 循

Edwards 和 Lambert (2007)推荐的方法来检验归属

需求和工作家庭区隔偏好两个变量所发挥的有调

节的中介效应。从表 7 结果中可以看出, 职场排斥 
 

 
 

图 2  归属需求对职场排斥与工作压力的调节(样本 1) 

 
 

图 3 归属需求对职场排斥与工作压力的调节(样本 2) 
 

 
 

图 4  工作家庭区隔偏好对工作压力与家庭贬损的调节

(样本 1) 
 

 
 

图 5  工作家庭区隔偏好对工作压力与家庭贬损的调节

(样本 2) 
 

 
 

图 6  工作家庭区隔偏好对工作压力与家庭满意度的调

节(样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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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工作家庭区隔偏好对工作压力与家庭满意度的调

节(样本 2) 
 

对家庭贬损的间接效应在员工不同水平下归属需

求的间接效应差异显著(样本 1：Δβ = 0.09, p < 0.05; 

样本 2：Δβ = 0.10, p < 0.01), 95%置信区间都不包

含 0, 假设 H6 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职场排斥对家庭

满意度的间接效应在员工不同水平下归属需求的

间接效应差异亦显著(样本 1：Δβ = −0.04, p < 0.05; 

样本 2：Δβ = −0.12, p < 0.01), 95%置信区间都不包

含 0, 假设 H7 得到支持。 

此外, 职场排斥对家庭贬损的间接效应在员工

不同工作家庭区隔偏好水平上差异是显著的(样本

1：Δβ = −0.20, p < 0.01; 样本 2：Δβ = −0.24, p < 

0.01), 95%置信区间都没有包含 0, 因此假设 H10 得 
 

到了数据的支持; 职场排斥对家庭满意度的间接影

响在员工不同工作家庭区隔偏好水平上差异是显

著的(样本 1：Δβ = 0.11, p < 0.01; 样本 2：Δβ = 0.30, 

p < 0.01), 95%置信区间都不包含 0, 假设 H11 得到

实证数据的支持。 

4  讨论 

4.1  结果讨论与理论意义 

第一, 以往关于职场排斥后果研究大多聚焦于

探讨职场排斥对员工组织内部行为及态度的影响

及其机制, 而职场排斥这一职场“冷”暴力对于员工

家庭生活的溢出效应却鲜有研究(陈晨 等 , 2017; 

Howard et al., 2020)。本研究在资源保存理论框架

下将研究视角从工作场所延伸到家庭领域, 一方面

探讨了职场排斥使员工身陷资源损失螺旋, 进而产

生非理性、缺乏自我控制、低未来取向的行为倾向, 

从而出现家庭贬损倾向和行为; 另一方面论证了被

排斥者带来的资源损耗不仅会占用家庭领域各类

资源, 还会提高对家庭领域资源补给的要求标准和

期待, 最终导致对于家庭满意度的主观评估也相应

降低。此项研究揭示了职场排斥对家庭领域的溢出

效应, 同时也将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前因变量 

研究延伸到了职场领域(Hobfoll, 1989, 2001, 2002; 

Hobfoll et al., 2018)。 

表 7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样本 1 样本 2 

调节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职场排斥(X)→工作压力(M)→家庭贬损(Y) 

低归属需求 0.08* 0.08** 0.15 0.07 0.01 0.08 

高归属需求 0.21* 0.17** 0.38* 0.21* 0.11** 0.32** 

差异 0.13 0.09* 0.23 0.14 0.10** 0.24 

 职场排斥(X)→工作压力(M)→家庭满意度(Y) 

低归属需求 −0.05 −0.04** −0.09 −0.09 −0.02 −0.11 

高归属需求 −0.15 −0.08** −0.24** −0.21** −0.14** −0.35** 

差异 −0.10 −0.04* −0.15 −0.12 −0.12** −0.24** 

 职场排斥(X)→工作压力(M)→家庭贬损(Y) 

低工作家庭区隔偏好 0.17* 0.22** 0.40** 0.17* 0.28** 0.33** 

高工作家庭区隔偏好 0.05 0.02 0.07 0.05 0.03 0.20** 

差异 −0.12 −0.20** −0.33** −0.12 −0.24** −0.13 

 职场排斥(X)→工作压力(M)→家庭满意度(Y) 

低工作家庭区隔偏好 −0.18 −0.11** −0.29** −0.04 −0.32** −0.36** 

高工作家庭区隔偏好 0.02 −0.00 0.01 −0.18** −0.02 −0.21** 

差异 0.20 0.11** 0.30** −0.14 0.30** 0.16 

注：N 样本 1 = 264; N 样本 2 = 239; ** p < 0.01, * p < 0.05; Bootstrapping 重复抽样次数为 1000; 高归属需求和低归属需求分别为均值加减

1 个标准差; 高工作家庭区隔偏好和低工作家庭区隔偏好分别为均值加减 1 个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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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以往研究主要基于工作家庭增益理论和

工作家庭冲突理论的视角来解释职场因素对家庭

生活的影响(Chen et al., 2009; 李爱梅 等, 2015), 

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考察了职场排斥对家庭

贬损、家庭满意度溢出效应的具体机制。一方面剖

析了个体工作压力在职场“冷”暴力与家庭领域的

溢出传导作用, 进一步补充了职场“冷”暴力相关压

力源的研究(Wu et al., 2012; Xin et al., 2018); 另一

方面研究在控制来自于消极情绪和情绪耗竭的影

响基础上, 发现工作压力是职场排斥穿透工作−家

庭边界对家庭领域产生负向溢出效应的重要传导

机制, 回应了既有研究对于创新原有视角来考察工

作 与 家 庭 领 域 溢 出 “ 黑 箱 ” 的 呼 吁 (Greenhaus & 

Powell, 2006; Lim et al., 2008; Restubog et al., 2011; 

Swimberghe et al., 2014), 同时拓展了资源保存理

论的应用范围。 

第三 , 本研究从个人特质这一重要视角出发 , 

对职场排斥溢出效应的边界条件进行了有益探讨, 

既有研究主要从资源补充的角度探究了个人资源

和心理资源对职场排斥负面影响的缓冲作用(Wu 

et al., 2012; 程豹 等, 2019), 忽视了个体特质对于

职场排斥带来资源损失的价值感知程度以及后续

压力反应溢出程度。本研究将归属需求和工作家庭

区隔偏好两种重要的个人特质变量纳入到模型中, 

扩展了职场排斥对其结果变量增强(归属需求)或阻

隔(工作家庭区隔偏好)的边界条件, 也为资源保存

理论的应用提供了有效证据。同时, 本研究构建了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厘清不同水平(归属需求和工

作家庭区隔偏好)特征下遭受职场排斥的员工通过

工作压力这一中介路径对其家庭生活影响差异。通

过明晰归属需求和家庭区隔偏好两个调节变量的

具体效用, 有助于更深入了解职场排斥的溢出效应, 

从而有针对性的提出职场排斥负面溢出效应的应

对策略。 

4.2  实践启示 

本研究的研究发现提供了以下实践启示：第一, 

管理者需要及时监控发觉组织内部的职场排斥行

为, 重视职场“冷”暴力的压力源作用和对家庭领域

的溢出效应。管理者可以建设和谐、宽容、友好的

组织文化氛围, 从源头上减少职场内不良人际关系

所带来的压力源; 第二, 管理者应该引导员工进行

有效的压力管理, 及时对被排斥员工采取心理压力

干预和疏导, 提高员工的情绪管理能力和压力复原

力, 削弱阻断性压力不良影响, 防止其溢出到家庭

领域对家庭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 具有高归属

需求的员工对职场排斥十分敏感, 容易形成压力源

和溢出诱因。管理者应该关注员工个人特质, 针对

具有强烈归属需求同时又遭受到职场排斥的员工

进行正面的引导, 放大归属需求的积极效应并抑制

消极效应的产生; 第四, 工作家庭区隔偏好是有效

缓解工作压力对员工家庭负面影响的“防火墙”, 管

理者需要了解员工的工作家庭区偏好, 建立权变和

个性化的组织边界管理机制。 

4.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着不足和局限, 亟待后续研究中

进一步完善。第一, 本研究虽然采用多时点研究设

计, 并且通过多种统计检验证实了共同方法偏差对

研究结果的影响并不严重, 但自陈式问卷调查的方

式仍然可能给研究带来共同方法偏差。在未来的研

究中可以优化研究设计, 通过日记分析法或者员工

与主要家庭成员匹配的方式来采集数据, 进一步保

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同时也在关注溢出效应基础

上将家庭不同成员之间交叉效应纳入研究框架。第

二, 本研究中虽然将因变量的初始状态作为重要的

控制变量, 但依然无法完全排除影响结果变量的其

他因素。未来可以考虑采用经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等动态跟踪研究该溢出效应, 在

明晰具体动态溢出效应的同时也探究家庭领域后

果变量之间的关系。第三, 本研究的样本集中于酒

店和旅游服务业, 虽然能够有效地控制行业属性对

研究结果的影响, 但是同时忽略了其他行业内职场

排斥行为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差异性, 研究结论的普

适性有待进一步提升。未来可以进一步扩大调研范

围来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第四, 本研究仅关注于

职场排斥的溢出效应, 未来可以继续研究其他职场

“冷”暴力(职场负面八卦、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等)对

家庭领域的影响(严瑜, 王轶鸣, 2016), 从而更全面

的分析工作领域负面行为对家庭领域的溢出效应。 

5  结论 

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 从一正一反两个角

度探讨了职场排斥对员工家庭领域的溢出效应, 同

时还发现工作压力是溢出过程中重要的传导因素。

研究进一步检验了个体归属需求、工作家庭区隔偏

好分别在溢出效应的前端和后端所起的边界作用, 

前者决定了个体对于遭受职场排斥而损失的资源

价值高低评价以及后续的压力反应程度, 后者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替代资源的获取是否指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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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领域以及指向的具体程度。这一研究为职场“冷”

暴力对家庭领域溢出效应提供了新证据, 同时也揭

示了职场排斥对员工家庭的具体溢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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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fierce competition in the workplace,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interpersonal frictions 

in enterprises occur frequently. With cold violence increasingly prevalent, workplace ostracism raises extensive 

concern for its frequent occurrence, invisibility, and long-term hurtfulness. Compared to Western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tolerance and restraint of Chinese culture intensifies the hurtfulness to those who are ostracized. 

Additionally, the fuzzy work-family boundary of Chinese culture displaces this hurtfulness onto their family 

through their emotions, attitudes, and behavior, which impairs their lives and future work.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workplace ostracism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inner workings of an 

org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sychology, attitude,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However,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workplace ostracism on organizations is rarely discussed. Compared with Western society, Chinese 

employees maintain relatively vague boundaries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and the bad experiences of 

employees in the workplace are more likely to spillover to the family field through employees’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states, thus affecting their family life and follow-up work. Based on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workplace ostracism on family undermining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ecreasing positive spillover and increasing negative spillover. Individuals 

feel threatened and stressed when they lose resources. In light of thi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d verifi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work stress between workplace ostracism and family undermining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lso verifies the boundary effect of individual need for affiliation and work-home 

segmentation preference in spillover. 

Two samples were collected to test the hypotheses. For the first sample, we collected the data at three 

timepoints with one-month intervals from 16 tourism-service enterprises in Guizhou and Shandong provinces. A 

total of 264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For the second sample, with a one-week interval, the survey 

was administered to five tourism-service enterprises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the final sample consisted of 239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We employed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and bootstrapping analyses to test the 

hypothes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e following: (1) workplace ostracism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family 

undermining and a negative effect on family satisfaction; (2) workplace stress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place ostracism and family undermining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3) need for affiliation positively 

moderated the effect of workplace ostracism on work stress, while moderating the indirect influence of workplace 

ostracism on family undermining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via work stress; (4) work-home segmentation 

preference moderated the effect of work stress on family undermining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while mode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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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irect influence of workplace ostracism on family undermining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via work stress. 

This study has sever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Based on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an increase in negative spillover and a decrease in positive spillover; moreover, this 

study maps the antecedent variables of family undermining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in the workplace. 

Furthermore, this study shows that work stress is a ke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by which workplace ostracism 

penetrates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and causes a spillover effect, which is a response to the a calling for 

disclosing “the black box” of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workplace ostracism. Finally, by constructing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and investigating the influence of workplace ostracism on individuals with a unique need for 

affiliation and work-home segmentation preference, this study specifies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spillover 

effect for workplace ostracism and contributes valid evidence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In 

practice, our study can help service enterprises and their managers to understand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workplace ostracism on the family domain more accurately, and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workplace 

ostracism by taking effective measures, such as building a harmonious, tolerant, and friendly organizational 

cultural atmosphere.  

Key words  workplace ostracism, family undermining, family satisfaction, need for affiliation, work-home 

segmentation preference 


